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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挑战了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西方转轨经济理论既有认识，而解释中国

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流派分别将资源禀赋结构、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作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关键，尽管其在不同层面关注中国经济实践，但最终还是回到“市场主义”解释逻辑中。以黄宗智

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是从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既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认

知，同时又深刻揭示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根源。此种研究进路具有三个紧密相连的特征：悖论现象分析基

础上的理论概括、现实问题分析背后宽阔的历史视野、贯穿研究始终的实质正义理念。此进路的主要意

义不仅在于其从实践机制层面深入剖析被主流理论所忽略的关键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可为我们构建具有

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多重启发。

［关键词］“实践社会科学” 中国发展经验 悖论社会 经济实践 政企关系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挑战了西方主流

经济理论的既有认识。正如林毅夫曾指出的，尽

管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所有问题几乎都有不同看

法，然而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问题上，主流经

济学家都有一个惊人的共识，即采用基于“华盛

顿共识”的“休克疗法”。①所谓“华盛顿共识”，其

主要思想是“消除政府的干预和扭曲，以创造一

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高效、开放、竞争的市场经

济”。②林毅夫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市场经济转

型的“休克疗法”实质上是“华盛顿共识”版本之

一，因其主要论点是：

私人所有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的

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真正的私营部

门；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大多数问题

可以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改善；私有化必须在国

有企业改组之前进行；经济转型需要全面、爆炸

似的价格放开；收紧政府财政纪律以维持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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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稳定，使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到导向作用及市场

机制更好发挥作用。③

然而，采用“休克疗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

经济转型的实践结果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

乐观预测恰好相反。

在最初十年中实施休克疗法的这些国家，根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每年 163%，乌克兰则达到每年 244%，中欧、东南

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累计产量下降了 22.6%，独联

体国家下降了 50.5%。俄罗斯 2000年的 GDP只

是1990年的64%，表现最好的与 1990年相比只增

长了 44%。同时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增加。除最

初十年中这些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

济衰退外，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改革中遭遇到很

大困难，其典型事实如产出下降、资本收缩、劳动

力转移、贸易方向转变、结构改变以及制度崩溃

和转轨成本增加。④

“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实际预设了“政

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主张将政府排除于市

场之外，将市场转型视为线性式，有明确目标和

清晰结果的非此即彼的转变，否定了两种经济体

制之间互动、交叉与融合的可能。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并未采取“休

克疗法”，也并未有清晰明确的蓝图，而是采取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路径。然而，正是不被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林毅夫依据其自身经历曾指出：

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

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

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

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

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

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

价格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渐

进、双轨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还会

滋生腐败，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制度，当时中

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西方学界认为是最糟糕的

转型方式。⑤

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非

常显著的成效：

在 1978—1990年的 12年间，GDP每年增长

9.0%，贸易额每年增长 15.4%；中国人民的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经济还承

受住了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并

对其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使GDP年

均增长率从 1979—1990 年的 9.0%增长到了

1991—2012年的10.3%。⑥

西方主流转轨经济学理论对此缺乏令人信

服的解释。

从理论上而言，以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

科尔奈（János Kornai）（又译亚诺什·科尔内，曾长

期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主流西方转轨

经济学理论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影响深

远。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明显不同于资本

主义体制，理解前者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官僚协调

体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其不同于依

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达到经济效率最优化的协

调机制。⑦其理论逻辑在于预设社会主义体制是

与资本主义体制根本对立的“制度范式”，二者内

在经济机制对立且无法调和，唯有实行私有化变

革才能解决其弊端，因此其最后又回到当时西方

主流观点：“局部改革永远不能突破自身，必须要

有体制上变革。”⑧然而符合科尔奈的理论模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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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结果是令人失

望的，“这一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

了恶化，William Easterly将 20世纪 80年代和 90

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⑨科尔

奈否定“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存在良性互动

的可能。

而既有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解释，往

往突出的是市场协调的一面。黄宗智将这些解

释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论点，其主要依据的是市

场是唯一最佳资源配置的机制这个“公理”或“信

条”，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方才遵循经济规

律而侧重轻工业，由此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资源

特别丰富的“比较优势”；其次是当代影响最大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中国采纳了私有化和市场

化，尤其是稳定的财产权利法规，由此减少了市

场上的“交易成本”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介入

经济只可能导致反面效果；其三是中国地方政府

变成类似于企业的实体的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

始于农村工业化，是被“地方”（乡和村）“政府”行

为变成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公司在“硬预算

约束”下经营所推动的。⑩

正如黄宗智所认为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

论解释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都不能解释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

“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

持。黄宗智指出，正是伴之而兴起的庞大非正规

经济才是中国 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

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依据西方

主流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以二

元对立的概念来认识实践，恰恰忽略了实践本身

的复杂性。

客观而言，以上解释中国发展经验具有相当

影响力的三大派别，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践的重

要性，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

论。���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化概括可以对

西方既有理论认知形成冲击，进而构建具有主体

性的理论解释。这本应是一个实现理论突破的

重要契机，然而西方形式逻辑影响力是如此之

大，正如下文将讨论的，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解释

最终又回到西方主流认知脉络中。

面对此种困境，必须寻求出路。实际上，以

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

对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

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概括并不必然要回到西方形

式理论中，可以依据实践构建理论以形成对西方

主流理论的冲击和彻底反思。黄宗智的研究注

重从最基本的现实出发，发现中国现实与西方理

论之间的“悖论”，通过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

概括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西方理论分析

中国会出现诸多悖论，主要在于中国实践复杂性

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张力。西方理论主要基于西

方社会实践抽象概括而来，并且依赖形式逻辑将

其普适化，尽管这有助于清晰说明事物的内在逻

辑关联，但同时高度简化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并

制造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和线性因果关联来

理解世界。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

种理论所能完全涵盖的。近代中国以来的发展

过程本身就融合了既有传统的延续与再生、西方

以及革命的多重影响等，因此需要从中国的复杂

实践中概括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就此问题而

言，黄宗智的研究很重要的贡献是，首先从实践层

面证明恰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才是当代中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亦是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这一

关键的实际却被主流解释理论所忽略。就政策启

示而言，并非将政府完全排除于市场之外（这实

际上亦不可能），而是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因此，本文将“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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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学术语境中来理解，通过聚焦中国发展经验

解释的主要流派，突出其如何分析中国渐进式改

革中最为关键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看

到三大解释流派分别将资源禀赋结构、现代产权

制度、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视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关键。尽管它们在不同层面关注到中国实践，

但最终还是回到主流单一强调“市场主义”的解

释逻辑中，由此亦将看到形式主义理论与中国实

践复杂性之间的张力。面对这样的张力，“实践

社会科学”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概

念，然后回到实践中检验，这对我们构建真正具

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形式主义理论

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分析

欲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深入的理解，

首先就需要认识经典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

而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就是科尔奈的研究。科尔

奈的主要学术贡献，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那样：

“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扎实的经验研

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

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

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

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以下我们

将着重分析的是，科尔奈如何将政府与市场置于

二元对立并将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纳入西方

主流理论中。

科尔奈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最

终说明的是唯有彻底私有化才能解决其低效率

弊端，实质上是否定政府与市场存在多重复杂关

系。科尔奈首先从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下短缺现

象入手：“短缺或是作为其他现象的原因，或是作

为它们的后果，通过无数纽带与经济体制的其他

环节联系在一起。”���由此将短缺现象抽象化为

“短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属于典型“短

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类型对立。���科尔奈区

别“短缺经济”中的“横向短缺”和“纵向短缺”，前

者主要发生在前述的买方和卖方之间，后者则发

生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上下级之间，二者紧密相

连。���经典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短缺经济”，其根

源在于对资源的协调依赖的是“官僚协调”，只要

依赖“官僚协调”，就必定会涉及作为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中核心机制的“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这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父爱主

义”特征，具有普遍规律。���科尔奈由此将西方微

观经济学中的“预算约束”一般概念和分析方法

引入对经典社会主义中的企业的分析。他认为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超出了预算约束，结

果是约束将根据不断出现的超支来调整，企业会

经常得到外部帮助，���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企业对

所有价格反应都变得迟钝，对价格反应弱是企业

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科尔奈的理论深

刻剖析了计划经济机制的弊病。然而问题在于，

其将任何国家的干预都置于如此框架中来理解，

认为政府介入市场必然带来经济低效率。

科尔奈的理论中作为“制度范式”的各要素

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理论中二元对立

思维非常明显，比如对企业的两种纯粹类型即古

典资本主义企业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分析，科

尔奈认为无论是在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以及预算

约束还是在生产计划等方面，二者皆明显属于对

立的两种类型。���总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

资本主义经济属于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类型，其

内在经济机制无法调和，只能实行根本性的私有

化变革，否定政府和市场存在良性协调互动的可

能。然而正如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等学者

在分析“休克疗法”中为何波兰和俄罗斯会出现

不同经济结果时，曾颇具启发性地区别政府作为

“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的差异，���政府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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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存在多重复杂关系。

首先，接受“休克疗法”模式的结构性调整的

国家更符合科尔奈的理论模型预期，其实践结果

却无法令人满意，这显示彻底市场私有化并非必

然等于经济高效率。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

chael Mann）曾指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

型过程中，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

然而实际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自由

化反而使得寻租行为更为严重。���另外曼还提到

了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等学者对 21个后共

产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私有化降低了增

长，削弱了国家能力，减弱了产权保护。���即使是

从审慎的层面来观察，我们仍然可以确认符合科

尔奈的理论的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基

本上是失败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明显不同于

科尔奈的理论预期，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政府介入市场并非必然带来经济低效率。

黄宗智用扎实的经验证据证明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后中国发展的前沿从由地方政府发起、经营

或控制的企业转到外来的投资以及快速扩增的民

营公司和私营企业，地方政府的角色则从兴办和

经营企业一变而为招引和支持外来的企业”。���

这一关键事实在科尔奈的理论中根本不会被考

虑，正如黄宗智所评论的那样：“科尔奈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分别是自我连贯一致的体系，所遵循

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互不相容，两者的混

合只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与此密切相关的

是，科尔奈不会重视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在他看来权力介入企业必定会导致“预算软约

束”，唯有依赖市场协调经济才能发展，然而中国

的实际是如黄宗智基于扎实经验证据所指出的，

即本世纪头十年以来国营企业改制为在市场上

盈利的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

位置。���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尔奈的理论认为唯有彻

底私有化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弊端，实际上是

将政府与市场关系简单化对立并将其普适化，否

定二者存在多重实质性复杂关系。科尔奈将对

企业经济行为分析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动

态模型相结合，构建起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剖

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这是其重要贡献。然

而其理论是对现实的高度简化（将二者简化为彼

此对立的类型）和理想化（适用于全部社会主义

国家的经济情形），以清晰说明二者逻辑关系，否

定市场与政府间存在多重关系。其实市场与政

府并非必然对立，抽象理论模型并不等于实践本

身，不能将模型当作实践。东欧诸国及俄罗斯的

经济实践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分别采取不同的改

革方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

就，与前者形成明显对比。中国发展经验冲击了

以科尔奈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转轨经济学理

论。欲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意义有深入理解，

我们就需要真正回到中国经济实践中，以此深化

对政府和市场多重复杂关系的认识。

三、中国的经济实践

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科尔奈的理论在国内之所以有较为广泛的

影响，重要原因在于其理论是在深入剖析计划经

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改革

方案的，这与纯意识形态争论不同。而其理论又

直接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恰当

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不仅是科尔奈的

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

程中，诸多经济理论争论的核心仍然是如何处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从张宇等列举的一些曾经

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可看出：最开始是苏联和东

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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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Lange Oskar）、布鲁斯（Wlodzimieyz Brus）、

奥塔·锡克（Ota Sik）、科尔奈、诺夫（Alec Nove）

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国内学者有刘国

光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

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

“双向协同”改革战略，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

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吴

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

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董辅礽提出社会主

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卫兴华等提

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

经济的运行模式等；之后是西方的转轨经济学理

论，比如以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为代表的新古

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

的“华盛顿共识”和激进的“休克疗法”，以斯蒂格

利茨（Joseph 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

演进主义范式有蒙勒（Peter Murrell）、诺顿（Barry

Naughton）等。���尽管具体内容复杂多样，主流学

说着重突出市场协调的关键作用以改变封闭僵

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里仅以“整体改革论”的代表人物吴敬琏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为例，说明科尔奈的理

论在中国的影响。吴敬琏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经验的分析中，首先提到科尔奈的反思即以

“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作为分类来描述市场

经济转轨策略的不足。科尔奈认为此种分类隐

含的标准是速度，而速度不应该成为衡量改革成

功与否的标准。他的观点是从纯粹形态而言，向

经济转型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有机发展战略，

其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自下而

上成长起来；另外一种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

略，其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改制

为私有企业。科尔奈认为依据东欧国家转型经

验，很明显前者是正确的选择，私有部门健康发

展和预算约束硬化促进了生产率提高和失业率

问题解决。���吴敬琏对科尔奈以上分析非常认

同，他认为科尔奈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同样适用，即以非国有企业成长或国有企业改造

作为理论框架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分析。在他

看来，中国的增量改革战略创造了民营企业得以

发展的条件，然而经济出现“双轨并存”状态形成

了滋生腐败的寻租环境，也为进一步转型增加了

困难。���

在科尔奈的理论中，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权

力是否介入。科尔奈所推崇的是自下而上的私

营企业发展。在他看来，这样的发展没有政府权

力的介入，不会出现寻租等行为，俄罗斯等国家

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说明只要政府

权力介入就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等，所以他主张

在改革中完全排除政府权力。然而问题是，实践

层面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显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

政府权力不可能真正被排除于经济之外。尤其

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经济

制度以及政府行为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经济

发展。以下我们将聚焦于中国经济实践，分析既

有理论如何注意到中国经济实践，又如何回到

“市场主义”解释逻辑中。

（一）中国的经济禀赋结构与新结构经济学

理论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特别针对的是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这

一既定假设。他认为此假设在分析西方社会时

或许较为符合实际，在分析转型经济中许多企业

缺乏自生能力的经济问题时，则存在明显问题。

因此，他主张必须放松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暗

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而这将是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有助于重新定

义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休克疗法”之所

以会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情况，主要在于

其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扭曲的内生性，未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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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忽略

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

质。���林毅夫强调，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应该是

经济禀赋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经济

结构上的差异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

只有当产业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

一致时，这一产业中的企业才会在开放、竞争的

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突出发展战略与

资源禀赋结构的契合性，实质上仍延续新古典理

论单一强调市场协调关键地位的基本理念。

以此理论审视中国经济实践，林毅夫认为中

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后采取了符合

中国实际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战略。此理论延续了他早前关于发展

战略和经济改革关系的研究，实际包含两个层面

的问题：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以

及改革后中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前者

的分析是，改革前推行了违背中国资源禀赋结构

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对于后者的分析

是，关键在于改革三位一体（扭曲价格的宏观政

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没有自主权的微观

经营机制）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

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二者形成了明显对

比：“传统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

的重工业，压抑的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受压抑部门的发展具有矫正扭曲的

产业结构和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效应，由此带来

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这实际上将改革前与

改革后两个阶段的经济复杂关系简单对立了。

林毅夫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经济要素禀赋结

构与西方国家存在诸多差异，不过由于其所坚持

的一套基本理念并不会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的基

本主张和结论，最后还是回到单一强调市场协调

的观点，实际上未能深入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多重

复杂关系。如果从工业发展角度而言，正如黄宗

智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权威

性计量研究即中国于 1952—1980年间工业发展

上取得了年均增长 11%的成绩所指出的，这实际

上为改革时期经济发展奠定了重工业基础。���即

使是改革后，政府也从未放弃对经济的发展规

划。政府关于经济规划的考虑是否皆与资源禀

赋结构一致？政府行为内在激励机制与改革前

是否完全不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经济

比较优势的发挥，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有密切的

关系，这就需要回到关于中国经济制度与经济发

展关系的研究中。

（二）中国经济制度的体制成本与新制度经

济学理论

对中国经济制度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

以科斯（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

论。他突出“交易成本”在经济分析中的关键地

位，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他不满于新古典

主义形式理论中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做法，因为在

这套分析方法中，“消费者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

个偏好集合，企业被定义为成本曲线和需求曲

线，理论只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之间的逻辑，

交易发生在没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在科

斯看来，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存在都

是不言自明的既定假设，但并未回答何为这些基

础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因此他认为“对于经济

学假设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既是易于处理

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他指出：“没有交易成本

企业就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只要在企业组织生

产的成本小于通过市场展开交易的成本，企业就

会出现，而企业规模边界就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

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开展这项交易的成本

之处。”���市场同样如此，在市场交易中需要健全

法律规则是为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数量。���总

之，他认为“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大量制度设计要

么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要么是阻止交易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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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科斯的基本观点之后被一些学者进一

步发展和数学化，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对经济

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与原教旨新古典主义理论

相比更符合实际。科斯之外，诺斯（Douglass

North）获得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制度经

济学有重要关系的“现代合约理论”代表奥利弗·

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获得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

新制度经济学一些代表人物如阿尔钦（Armen Al⁃

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巴泽尔（Yor⁃

am Barzel）、张五常等学者的研究彼此之间形成互

相呼应的效果，这同样有助于扩大此学派的学术

影响力。总之，诸多因素使其成为当今颇具影响

的理论派别。

这里仅以受科斯的理论影响较深的周其仁

的研究为例，以此展示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中国

发展经验时的基本思路。周其仁特别欣赏科斯

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关注，这或许与他曾有

“上山下乡”和长期乡村调查的实践经历有关。

周其仁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于降低了改革前高居不下的“体制成本”，从而

在全球化中发挥出前文强调的“比较优势”，所以

在他看来“体制成本”才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主要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主张在交易成本和制度成

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至体制成本。他指出，所

谓体制资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

本，体制由一系列制度构成，在由社会强制执行

的产权和合约的基础上运行，体制确立、运行和

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其性质和变化

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以周其仁对农村改革的基本分析为例，在他

看来，改革前的体制成本极其高昂且效率低下，

在农村变革过程中，关键在于降低体制成本。

改革重新划定了集体经济产权的边界，使第

一线当事人有权选用较低运行成本的合适体制，

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才打开了充分释放原本数

量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阀

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数以亿计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部

门，构成中国高速增长的扎实基础。���

归结起来，他认为中国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成

本降低：“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中国潜在生

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

力，世界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比较优

势。”���可以看到，体制成本的概念一方面扩展了

科斯的“交易成本”范围，另一方面又与林毅夫的

“比较优势”论点连接并相互呼应。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实质上是将中国经济改

革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预设了政府权力

从经济领域退出，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了经济

活力和经济发展。其理论分析的现实基础主要

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农业领域的改

革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国家废除了原来的农村

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尊重和保

护农民生产的自主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中国农业领域变革的内在动力在于农民自

身，而非依赖于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逻

辑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自主性变革的合法性确

认和推广。私人企业追求利益获得合法性，国家

尊重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国家权力从中

退出，带来了社会领域的活力和自主性。二是国

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

障私人产权，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

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总

之，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

中，特别强调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意义，其预设

了国家权力从经济领域的退出带来了对私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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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保护和社会活力。

问题在于，在实际层面中国的产权变革从未

采取如“休克疗法”那样的彻底私有化。仅就农

业领域改革而言，巴里·诺顿曾指出：“土地制度

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私有产权制度，虽然土地由农

户耕作，但正式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一个完全

的农村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不存在。”���这里的关

键，实际是国家保留所有权，出让经营权。此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以

及改制后的国营企业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关

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彻底从经济领域中完全退出，

而应从实践层面正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并思考如何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将目光

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三）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中国

经济发展

关于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

研究，与中国经济实践紧密相关。在科尔奈的理

论中这一问题实质上并未得到有效处理，其“预

算软约束”概念未涉及政府内部激励机制问题。

由于科尔奈关于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立场，他

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有积极的分析。对政府行

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注，和中国发展

进程中的现实基础有关：一是中国县属企业的发

展，二是财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税制”改革，三

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规模兴起，这些皆不同于

科尔奈的理论主要依据的东欧国家的经验。

魏昂德（Andrew Walder）以及钱颖一等对政

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扩展了

科尔奈的“预算硬约束”概念的分析范围，将其引

入政府行为分析中。魏昂德指出在科尔奈的“软

预算约束”理论中，假定政府具有固定组织特征，

实际上政府管辖范围差异很大，在中国庞大的公

共部门中，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地方往往是所有权

最明确、最容易执行的地方，预算约束越硬，越有

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使官员能够以多元化方式

管理公有制企业，这正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公

司。���

与此类似，钱颖一“中国式联邦主义”（feder⁃

alism，Chinese style）观点依据的现实基础在于国

家实行财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政府在财政和税收等诸方面的放权引起地

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对

经济的控制，同时兼顾限制地方政府行为并提供

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而政府财政分权是转型

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带来两种影响：地方政府在

要素流动性下的财政竞争增加了救助的机会成

本（“请愿效应”）；货币集中化与财政分权引发利

益冲突，从而可能加剧预算约束并减少通货膨胀

（“制衡效应”）。���总之，他认为中央分权和地方

政府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样，周黎安的研究受到钱颖一等学者的深

刻影响。他进一步解释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

争何以可能以及为何地方政府间会出现差距，丰

富和扩展了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的研

究。周黎安的早期研究认为，20世纪 80年代开始

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

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

索。���在新近研究中，周黎安用“官场＋市场”来

概括和解释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和政

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整合并发展了

他之前提出的“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理

论，扩展了其师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的“比较

制度分析”研究进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在

地方官员之间围绕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

入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而辖区企业参

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官场竞争的基本情境中展

开。其“官场＋市场”模式强调的是政企合作对

经济发展的核心意义，任何一种良性有效的政企

合作关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提供政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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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以及必要的信息反

馈和引导机制，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

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官场＋市

场”解释模式中，周黎安不仅考虑了地区差异，更

从广泛的全球史意义上突出此模式的主体性

价值。

周黎安的研究显示出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在基于经济实践的立场上尝试突破新古典主义

理论单一强调市场的基本理念，其解释模式在中

国经验基础上尝试揭示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何

以可能及其基本框架，这与黄宗智的“第三领域”

理论具有实质契合性。在他看来，“政企的密切

合作既不是简单的政府干预，也不是简单的市场

调节，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交互作用的‘第三领

域’，与黄宗智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

领域’相映成趣，促成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

作效应，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打造了中国式解

决方案。”���尤为重要的是，二者具体研究中所显

示的学术理念一致性恰如黄宗智所提倡的那样，

即“将西方理论置于其历史情境中辨析、与其对

话和将其重构，来建立扎根于中国实际的新理论

概括”。���虽然如此，周黎安的研究基本未考虑非

正规经济和社会不公问题。

四、“实践社会科学”

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

黄宗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具体回应，

主要从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不同于

主流理论的认知，且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历

史根源。其研究表明，在主流话语中被忽略的中

国发展经验的关键恰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连接，实

践层面二者彼此共存，而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理论所认为的非此即彼，因此需要正视的恰是实

践层面二者并存及其实质性多重复杂关系，如此

才能深入揭示中国发展的关键动力并反思社会

贫富分化的根源。其研究进路主要处理的是经

验与理论如何紧密连接，强调从最基本的经验事

实出发，通过与重要理论对话构建解释理论，再

回至实践中检验。经验与理论的连接既不是以

理论比附经验事实，也不是以经验事实证实（或

证伪）既有理论，而是关注最基本事实与重要理

论间的“悖论”关系，依据经验事实决定对不同理

论流派的取舍，在二者紧密连接中构建更加符合

实际的解释概念。

以此角度审视中国发展经验，黄宗智认为政

府与市场的结合既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动力，也是

诸多问题的根源，彼此共存且来自同一根源。他

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悖

论现象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构建、现实问题分析背

后宽阔的历史视野以及贯穿研究始终的对弱势

群体的道德关怀。黄宗智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不

仅在于其从实践层面揭示政府与市场间多重复

杂关系及影响，还在于其具有双重批判性：一方

面以中国发展反思主流解释理论，另一方面以一

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反思地方政府行为结

果的复杂性。二者紧密相连，尝试“超越左右”。

首先，政府行为介入经济并非必然导致经济

低效率。主流解释理论单一强调市场协调的重

要性，不会考虑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黄宗智指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

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

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魏昂德和钱颖一等则指

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

色。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的经验，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变

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

提供大力支持。���与此相关的是主流理论坚持政

府与市场二元对立，不会正视国营公司在经济发

展中的位置。黄宗智以扎实的经验证据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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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头十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改制为

盈利性国有企业，在中国GDP快速增长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

可以看到，“实践社会科学”分析的关键在于

以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并存及其实质性多重复杂

关系作为理论构建基本依据，通过对中国发展中

悖论现象的分析以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

论。在新古典主义理论话语中，政府与市场二元

对立，政府应从市场中全面退出，如此才能保护

市场交易主体权利和促进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将

“私有化”或“市场化”等同于“发展”而构建出普

适化线性因果联系，这几乎成为不言自明的前

提。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紧密结合，

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与西方主流理论形成

了明显的悖论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对经

济现象的分析应该如自然科学那样，以精密化数

学公式和数量模型研究市场和生产力，排除对政

府权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分析，当然也一并排除道

德关怀。在其理论话语中，实际上将对生产关系

的分析视为意识形态构建而非学术研究。若从

此角度而言，“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启

发我们以经济实践作为理论构建依据，正视政府

与市场存在多重复杂关系，而非从既定主流理论

预设出发，以此构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理论。

因此，从分析起点上，黄宗智的研究恰是从

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并存出发，这与新古典主义理

论单一强调市场不同，二者结合的主要表现就是

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这被主流话语忽

略，然而在中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

是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这里形成同样的悖论

关系，即中国发展的关键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紧密连接，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否定二者间

存在多重复杂关系，无法有效回应这样的悖论关

系，对社会公正实现于事无补。黄宗智的研究从

中国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

的同时，亦蕴含着对中国底层民众境遇的道德

关怀。

其批判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同时

指出，地方政府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中有意无意

地绕过劳动法规，而非经典左派批判的市场，是

一定程度社会不公的重要来源。这里非正规经

济所指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等总数达到 6.64亿

的从业人员，占全国 7.80亿从业人员总数的足足

85%（这里算上务农农户），而法律往往只保护那

些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对这些占据绝大多数的非

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少有甚至没有劳动法规保

护。���通过对劳动法规演变的梳理，黄宗智指出

当前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既不是经典左派设想

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不是经典新自由主义

所想象的已被整合纳入统一国内劳动力市场的

劳动人民，恰是那些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经

济就业人员，这部分群体亟需劳动法规重视和保

护。���他还依据扎实的诉讼档案证明，当前这一

群体多是通过迅速扩展的“劳务派遣”方式在城

市工作，而法律是通过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

关系”、“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来割开合同签

订与管理实施、劳动者的“人”与其所作的“工”之

间紧密相连的关系；新型的劳务派遣关系中两者

是分开的，即与工人签订合同的是中介性的劳务

派遣公司，而实际上管理工人的是企业本身，其

结果是在法理和司法实践中留下了一个管理实

施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洞”，往往使企业免予承担

相应的劳动关系义务。���他指出国家统计机构尚

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部分原因

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的误导。���从

其研究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权力与形式主义法律

亦有可能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加剧问题的复

杂性。

黄宗智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

同时注重社会公正而非单一强调经济指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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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采取多项措施，尤其

是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

过程中忽视社会公正则易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

贫富分化问题。在他看来，社会贫富分化既是一

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严重遏制内

需，迫使中国经济继续依赖不可持续的出口来推

动发展。���

因此“实践社会科学”与形式主义理论的重

要差异，在于是否真正从实践出发并正视社会变

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否正视政府与市场间多

重实质性复杂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以线性式

思维来看待中国实际，不会注意到中国变迁过程

中的复杂实际和社会不公，因其认为市场化和私

有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社会趋于一元化。

此种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普适化取向，否定历史

多元性，形成一种泛市场化解释，忽略制约经济

变迁的最基本社会事实。而在黄宗智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土地-人口关系与市场等会

形成复杂互动关系，为经济发展设置界限并最终

影响经济变迁。���新古典主义理论不会注意到中

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不会思考中国非

正规经济的历史根源，而黄宗智在分析非正规经

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贯穿着厚重的历史理性精

神，从实践层面深刻揭示政府和市场形成如此复

杂关系的历史根源，这与形式主义理论研究进路

明显不同。

黄宗智对二者结合的实践表现即中国非正

规经济的根源的分析，紧密围着中国历史基本实

际即土地-人口关系及其所展示的糊口农业经济

下的生存逻辑而进行，从实践层面深刻揭示出政

府和市场得以形成如此复杂关系的历史根源，而

恰是此种区别于西方历史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

元性，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坚实

基础。在对华北地区农业经济演变的经典研究

中，黄宗智区别“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后

发现，两种农场组织在劳动组织方面不同，但在

亩产量层面基本一致，比较两者的生产率，发现

其间差别主要是对人口压力反应不同。前者主

要依赖家庭劳动力，无法根据需要解雇自家多余

劳动力，在生存压力之下，对剩余劳动力不能充

分使用无能为力，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远大于经

营式农场，此种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超边

际报酬递减而逻辑上甚至可能为零的地步。系

统检视和比较两种农场的历史演变后，他发现华

北地区在近三个世纪的商品化和人口增长的两

大趋势下，占总数绝对比例的家庭式农场所依赖

的是“农业＋手工业和打短工”。���其背后逻辑是

糊口农业下生存逻辑的长期延续。纵然是传统

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农民经济行为依然显

示出同样逻辑。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并未

采取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因为它已

经达到高产台阶，不能无限制提高，面对日益增

长的土地-人口压力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而

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

和桑蚕，家庭经济必须同时依赖“种植业＋商品

化的家庭手工业”，否则难以维系生存。即使是

长江三角洲在近代仍然是长期徘徊于糊口水平，

小农经济可在高度商品化的条件下持续，并支撑

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而大规模非正规经济

群体的经济行为所显示的仍然是糊口农业下的

生存逻辑。实际上，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和打

短工”，“种植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还是当

代“半工半耕”，皆说明了生存压力下单一依靠农

业生产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当今中国乡村劳动力

大量外流即是其主要例证，这些外流的劳动力构

成了中国非正规经济群体的主体。���总之在他看

来，正是此种糊口农业才是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历

史根源，生存逻辑下的半工半农身份的长期延续

与斯密（Adam Smith）以及马克思（Karl Marx）所描

述的西方经济变迁及其展示的行为逻辑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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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由此可见，黄宗智所追求的并非普适化理

论构建，而是在对中国社会实际最基本事实的分

析基础上，与各派理论对话，形成新的分析概念，

以此推进对经验事实和理论的认知。中国历史

实际以及基于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则为构

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基础。

可见黄宗智的研究乃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

分析的基础上，这也是其与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

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在学术特征上

的不同。布迪厄根据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距离

区分认识论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前者不依

赖于主体意志的客观规则（结构、法则、关系系统

等）而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布迪厄认为这实际上

肯定了观察者的认知特权，因其并不考虑与作为

客观化活动的条件和结果的原初经验相关的距

离和外在性问题；后者则完全将本土经验和其本

土表象决裂而纯粹关注规则和表象，将观察者与

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绝对化，实际上仍是一种二

元对立的思维。在对主体行为解释角度上，布迪

厄既批判意志主义以目的论视角完全用意志（如

预期利益、意向行动目标等）解释行为决定而拒

绝考虑条件限制的做法，因为意志主义理论以理

性决定为惟一依据来解释“理性行动者”的行为，

特别是其偏好在时间中的恒定性和连贯性，也反

对结构主义将历史与社会简化为“没有主体的过

程”的做法，这等于用一个受制于某种自然史的

过时法则机器人来代替意志主义的“有创造力的

主体”，使意志完全机械式服从外在结构。因此，

他指出以最严密的方式对尽可能多的事实做出

解释的逻辑模型虽具有价值，然而若将逻辑模型

当作实践活动的真正原理也就意味放弃真正原

理，逻辑模型就会变得虚假和危险。���在布迪厄

看来，正确的途径是探索实践的逻辑，因为实践

逻辑更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征，它既

不完全合乎逻辑又不完全不合逻辑，既不完全受

到控制又不完全是无意识的象征体系方面的本

土经验。���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对反思社

会科学中形式主义理论提供了诸多启发，这里的

关键正如秦亚青所指出的那样，“实践理论实际

上是将知识分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两类，

前者导向理性行动，后者导向自发行动。由于行

动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情境中受到背景性知

识引导，背景性知识才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

逻辑。因此，促成行动的基本要素不是理性，而

是行动者的历史、经历、文化和实践。”���秦亚青指

出，此种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挑战了西方主流理

论的理性主义假定，更重要的是为“他文化”语境

中的社会理论创新开拓了合法性空间，因为背景

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多元本

质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又指向了

多元理论构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布迪厄在

自己的具体研究中并未能真正做到他所追求的

理论主张，其研究缺乏对历史变迁的关注。

与布迪厄明显不同，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深厚

的历史感，其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分析中国社会变

迁，对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贯穿着历史理性

精神。这样的历史视野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复杂

性所决定的，因为近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是中西

纠葛、彼此交杂，中西之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状态，单纯对社会的横切面进行观察，无

法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当代社会的复杂

状态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社会结构变

迁反复累积的结果。黄宗智的研究特别关注表

达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复杂关系，这同样与布迪厄

不同，这对认识中国社会同样非常重要。此外，

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体性意识，中国

历史和文化传统等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这样的

实际具有深刻的韧性，中国的未来并不必然如西

方，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应根植于中国社会实际，

而不是简单西方化。此种差异所显示的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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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学术理念的不同，布迪厄仍是一个具有将理

论普适化倾向的理论家，而黄宗智特别强调基于

实践基础上的符合真实的理论概括，无意于普适

化理论构建，在他看来后者往往是违背真实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实践社会科学”强

调依据实践对主流形式理论进行反思，然而这并

非认为实践皆是合理的。黄宗智对中国发展经

验的研究贯穿着明显的道德理念，这就使得“实

践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回顾性的，同时也具有

前瞻性。与所谓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价

值中立”和形式主义逻辑基本将“去道德化”等同

于“理性化”的理念明显不同，这里的关键不在于

学术研究中是否需要道德理念，而是如何将道德

理念与求真结合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探寻学术真

理的重要动力。���黄宗智的研究充满了对社会底

层民众的道德关怀，希望其得到公正待遇，这也

是他对这一问题持续探索的重要动力之一。他

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以儒家准则“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实践理性”来反

思实践，���以此连接实践与前瞻性分析以及对中

国发展中社会公正问题的深刻关怀。说到底，我

们应该正视和直面人类经济世界与自然世界的

本质不同，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那样，人间世界

充满主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需要通过主观与

客观、多元与单元、偶然与规律间的互动来理

解。社会科学应拒绝形式主义的方法，从立足于

经验证据之上的归纳出发，应用演绎逻辑从中导

出可靠的推断与假说，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检

验，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其目的是形成在

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和限定范围内适用的理论与

洞见，而非去试图构建普适与绝对的真理。���唯

有如此，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立场分

歧，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主体性的解

释理论。

五、结语

二元对立思维显然并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

终结，然而在学术研究层面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

立思维，从实践中提炼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科

尔奈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综合性研究发表于 20

世纪 90年代初，当时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

体，西方流行理论思潮是单一强调西方价值，并

将西方式线性理论扩展成为“普遍历史”意义的

解释，科尔奈的理论中二元对立思维与其既往研

究相比更加明晰和突出。与此类似的还有如德

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

共领域”理论在西方学界的流行，其价值预设是

以“市民社会”对抗“政治国家”。���几乎与此同

时，黄宗智从方法论层面强有力地反思了二元对

立思维对学术的影响。他指出从西方理论来看

中国，实际存在着多种“悖论现象”，而正是这种

各方并存的确实性对现有理论的因果观念形成

强烈冲击力。���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

会科学”研究路径为我们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

理论提供了多重启发。

首先，经济实践对于理论构建有关键意义。

这里的“实践”主要是相对于“理论”以及“制度”

等而言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具体运作。实践具有

开放性，而理论由于强调逻辑自洽往往是封闭

的，我们可以依据新的重要实践提出新的重要解

释，逐渐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如此循环往复。实

践又是确定的，我们在此种确定的事实基础上提

出解释，可以减少价值立场层面的分歧，在相对

有共识的层面提出理论主张，能够促进知识的实

质增长。实践也是复杂的，对立的范畴在实践层

面可以彼此共存，我们依据复杂的实践提出理论

解释可以对既有理论进行反思。恰如黄宗智所

说的那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是多重悖论的

综合体：既有过密化糊口小农经济，也有计划经

128



□

专题二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济体系下庞大的国营工业体系，以及市场化转型

中的私营企业的兴起，当然还包括经过战略性改

组的国有企业；如此复杂的多重悖论综合体，显

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所能完全阐明的。���而这也

恰是我们可能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可以对

既有主流理论形成强有力的反思。

其次，理论的作用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在

于给出答案。“实践社会科学”强调依据实践对理

论进行取舍，由于实践是复杂的，而理论往往单

一突出事物的某种特征和某个层面，这就容易出

现实践的复杂性与理论的高度简化之间的矛

盾。我们需要依据实践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检验

和取舍，才能概括出更加符合实践的理论解释。

另外，其强调在既有多种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

共同信念中帮助我们认识悖论现象，这样的认识

可以对既有的理论认知和因果联系进行反思，有

助于我们构建更加符合实际的重要理论解释。���

它启发我们在主流形式主义理论之外，应同时关

注其他理论流派，以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更包

容的学术心态研究中国发展经验。

最后，经验与理论的连接不在于将理论进行

普适化，而在于符合真实的抽象概括。西方启蒙

运动以来，人们在关于如何认识客观世界问题上

形成了明显的“主体-客体”二分观念，并认为主

体依据科学方法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中所有事

物。与此紧密相连的是，认为研究人类社会而获

得的知识应和自然科学一样，所以大部分学者往

往致力于普适化理论构建工作，仿佛如此，学术

工作才有意义。“实践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应该

正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差别，正视经验世界

复杂性以及不同国家发展经验的特殊性。历史

和实践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经验皆不具有“普

遍历史”的意义，违背真实的普适化会带来诸多

问题，但是不同国家发展经验皆可为人类实现更

好发展提供借鉴。同样，理论构建的关键在于依

据实践作出符合真实的理论概括，而不在于违背

真实的普适化，这样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意

识形态分歧，这样的学术才真正具有长久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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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Fiscal Autonomy in China：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1990–2014） 90

Jiao Changquan

Abstract：Local fiscal autonom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behavior. However，there are substantial

regional gaps and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in local fiscal autonomy in China. On the whole，although for many

years most of China’s counties have enjoyed little fiscal autonomy，counties in the east have gradually won in-

creased autonomy. Coun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however，have continued to lose fiscal autono-

my. Some coun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even lost the most basic level and now rely on trans-

fer payments from higher- level governments for most of their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County expenditures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national expenditures. Therefore，a low level of county fiscal autonomy impedes the im-

plementation of China’s county-based fiscal system reform and has a marked impact o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local governance.

Keywords：local fiscal autonomy，county-based fiscal system，historical evolution，regional differences

“Practical Social Science”and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115

Zhao Liuyang

Abstract：The basic fac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Western transition eco-

nomic theory represented by János Kornai. On the other hand，the three schools that are most representative in

explaining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have taken either resource endowment structure，or property

rights system，or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as the key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Although they focus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s，they ultimately converge on

the logic of market orientation. The“practical social science”approach proposed by Philip Huang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orthodox theories in that it cuts deep into the large-scale informal economy in China and seek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social inequality. This approach has three closely related characteristics：theoretical

summariz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paradox phenomena，a wid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hind the treatment of

current problems，and the idea of substantial justice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this ap-

proach lies not only in its insightful and practice- focused apprehension of the key realities that have been ig-

nored by mainstream theories，but，more importantly，in its multiple inspirations for us to construct a social sci-

ence theory with Chinese subjectivity.

Keywords：“practical social science”，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paradox society，economic pract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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